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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会影响到与行为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的旁观者的身心健

康, 而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支持受欺者或实施者, 或袖手旁观)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

的发展态势。旁观者的公正道德观念及其对职场欺负的情绪体验, 通过社会交换和学习过程, 影响着他(或她)

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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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虽然其危
害性介于职场不礼貌行为和暴力行为之间, 但如
不及时进行有效干预和控制, 可能会升级演变为
职场暴力事件。例如, 2012年 9月,  位于太原的富
士康工厂发生数千名员工殴打警卫的暴力事件。

该事件最初只是个别员工与警卫之间的个人争端, 
后来由于大量旁观者的介入, 逐渐演变为群体性
的暴力事件。这与该企业警卫在日常管理中长期

积累的、对员工实施的欺负行为(例如, 辱骂、威
胁等)有密切关系。长期遭受或旁观职场欺负行为
的员工, 由于处于权力弱势地位, 往往敢怒不敢
言, 一旦寻找到发泄的机会, 则可能联合起来以
群体形式反抗或报复实施者。 

现有关于职场欺负的研究主要基于实施者和

受害人的立场, 将欺负行为看作是实施者与受欺
负者人际互动的结果, 而忽视了与当事人双方同
处同一生态系统中的旁观者。旁观者会以两种方

式介入到职场欺负事件中：一方面, 职场欺负行
为会对旁观者的身心健康及其工作态度和行为产

生一系列的影响, 另一方面, 旁观者作为数量上
远超过实施者和受欺负者的第三方力量, 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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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欺负事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会直接影响事件

当事人双方的互动过程(Namie & Lutgen-Sandvik, 
2010)。为此,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职场欺负行为
对旁观者的影响研究, 然后分析了旁观者在职场
欺负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行为方式, 并进
一步揭示了影响旁观者行为选择的两种内在心理

机制和过程—— 个体的公正道德观念和社会交
换过程以及情绪体验和学习过程, 以期为深入了
解职场欺负的动态演变过程、有效发挥旁观者在

职场欺负事件中的积极干预作用提供参考。 

1  职场欺负行为的社会生态模型及其

对旁观者的影响 

1.1  职场欺负行为的社会生态模型 
以往关于职场欺负的研究 , 不论是概念界

定、结构维度还是作用机制的研究, 更多地侧重
从受害人和实施者的角度加以分析, 而忽略了与
当事人双方同处同一生态系统中的第三方—— 
旁观者。Johnson (2011)首次根据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社会生态模型, 将职场欺负看作是一系列
持续的、不断升级的消极事件, 从社会、组织、
部门和个体四个层次, 分析了社会生态情景对于
职场欺负事件的影响以及职场欺负事件反作用于

社会生态情景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如图 1所示)。 
由这一社会生态模型可以看出, 职场欺负不

仅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互动过程中, 还会波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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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场欺负行为的社会生态学模型(Johnson, 2011) 
 

与当事人双方同处同一职场生态系统(中观层)的
旁观者：一方面, 职场欺负的受害者可能会向同
事谈论自己的遭遇, 并且告诫同事避免与实施者
接触 , 这样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情景 (Skogstad, 
Torsheim, Einarsen & Hauge, 2011), 会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旁观者的心理安全感或对组织公正的感

知, 进而对其身心健康以及工作态度和行为造成
影响; 另一方面 , 从群体动力机制方面来看 , 旁
观者作为欺负事件中的第三方力量, 其扮演的角
色和行为选择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赖以存在

的基础—— 当事人双方权力的不均衡性, 进而对
职场欺负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例如, 旁观者的
袖手旁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纵容甚至加剧欺负

行为; 旁观者为受欺负者提供社会支持, 可能会
对欺负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旁观者与实施
者结盟, 则可能导致欺负进一步加剧乃至演化成
为群体规范和组织文化。 
1.2  职场欺负行为对旁观者的影响 

有关职场欺负旁观者的研究表明, 旁观者同
样受到消极欺负情境的影响 (Jennifer, Cowie & 
Ananiadou, 2003)。虽然不是直接受害者, 但目睹

职场欺负或听到受欺负者诉说的遭遇, 或得到应
避免与实施者接触的告诫, 会对旁观者的身心健
康、工作态度与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 (Knott, 
Mellington, Dollard & Winefield, 2009)。 

Hornstein (1996)指出, 目睹同事被上级欺负
会导致旁观者的情感创伤, 或害怕自己成为下一
个受欺负对象, 因而可能会为了保护自我, 放弃
自主性, 妥协于上级的控制, 迎合上级的想法。英
国一项对公共部门工会成员的研究表明, 73%的
旁观者报告了他们目睹欺负的压力, 并且 44%的
受访者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欺负的目标

(Rayner, 1999); Vartia (2001)对 949名芬兰公共部
门的员工进行的调查也发现, 目睹职场欺负的员
工要比那些未卷入到欺负情境中的员工体验到更

高的压力水平, 即便没有亲身遭受、只是目睹或
听说组织中的欺负事件, 旁观者往往也会感同身
受或害怕自己也成为受欺负对象而倍感压力, 进
而增加缺勤乃至离职行为, 因而对职场欺负的关
注应不仅仅聚焦于受欺负者, 而应关注整个工作
单元; Rayner, Hoel和 Cooper (2002)进一步指出, 
职场欺负存在“波及效应” (Ripple Effect), 7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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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职场欺负事件的人报告了压力体验 ; Lutgen- 
Sandvik, Tracy和Alberts (2007)通过对 469名美国
雇员的调查发现：目睹职场欺负的旁观者要比未

卷入者体验到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更低的满意度。

当让旁观者回忆其曾经目睹过的欺负事件时, 他
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唤醒、同情抑制, 对消极行为
脱敏并感到被排斥、效能感下降(Janson, Carney, 
Hazler & Oh, 2009); Emdad, Alipour, Hagberg和
Jensen (2013)通过对瑞士 4 家大型工业企业员工
的调查研究发现, 频繁目睹职场欺负与员工后续
的抑郁症状密切, 而且存在性别差异(在目睹职场
欺负后的 18个月里, 女性旁观者比男性旁观者的
抑郁症状明显)。Hansen等人(2006)在对 437名瑞
士员工进行的研究还发现, 目睹职场欺负与报告
的焦虑症状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此外 , Houshmand, O’Reilly, Robinson 和
Wolff (2012)通过对加拿大 41 家医院的护士进行
的调查研究指出, 目睹同事受到欺负或仅仅听同
事的倾诉, 会令旁观者基于公正道义而产生共情, 
激发旁观者的道德愤怒感。Sims和 Sun (2012)对
我国河南地区 150名制造业员工进行的调查发现, 
目睹职场欺负行为与员工的满意度和组织承诺负

相关, 而且工作压力和满意对于职场欺负和离职
意愿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Johnson (2009)
揭示了职场欺负文化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对新进

护士产生影响并使其最终选择退出这一职业 ; 
Houshmand, O’Reilly, Robinson和 Wolff (2012)指

出, 旁观者通过离职这一消极退缩行为对组织中
存在的欺负文化进行反抗, 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相对安全的方式, 只要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旁
观者便会以离职的方式“逃离是非之地”。 

然而, 旁观者并非都会被动地对职场欺负情
景做出反应, 他(或)她还可能主动地干预甚至操
控欺负行为。为此, 需要根据旁观者在职场欺负
中具体扮演的角色与行为选择来对旁观者群体进

行进一步的细分。 

2  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角色与行为

选择 

2.1  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角色 
Van Heugten (2010)指出, 以往有关职场欺负

的研究中较少涉及旁观者, 今后的研究需要将旁
观者纳入到研究对象中。Ólafsson和 Jóhannsdóttir 
(2004)调查发现, 30%的人目睹过职场欺负, 6.5%
的人平均每月目睹 2到 3次。为此, Paull, Omari
和 Standen (2012)在对校园欺负中旁观者扮演的
角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根据行为意愿(主动的还
是被动的)和对组织效能的影响(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 将职场欺负中旁观者的角色进一步分为 13
种类型：同情型、共鸣型、干预型、平息型、保

护型、退让型、逃避型、屈服型、替代型、煽动

型、操控型、合作型和促成型(如图 2所示)。 
2.2  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选择及其作用 

根据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扮演的上述角色 ,  
 

 
 

图 2  职场欺负中旁观者可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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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Lewis & Orford, 2005; Van 
Heugten, 2010), 本文将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事件中
的行为选择归纳为以下 3 种：支持和保护受欺负
者, 即“打抱不平”; 协助和煽动实施者, 即“同流
合污”; 沉默, 即“熟视无睹”。同时, 作为人数上
占绝对优势的第三方力量 , 旁观者的这些行为
选择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欺负行为起到抑制或促

进作用 , 进而对组织效能产生建设性或破坏性
的影响。 
2.2.1  支持和保护受欺负者—— “打抱不平” 

对于受欺负者而言, 旁观者的支持和保护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一方面 , 
旁观者的支持和保护有助于缓解受欺负者的无助

感和自我认同威胁, 另一方面, 旁观者还可能通
过与受欺负者结盟或向组织高层管理者建言的方

式, 动摇职场欺负赖以依存的基础—— 权力不均
衡性, 从而对欺负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例
如, Zapf 和 Gross(2001)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尽管受欺负者有较强的规避冲突的趋势, 较少选
择以报复或消极工作的态度来应对欺负, 但如果
得到了旁观者的支持, 他们则可能更愿意以群体
力量的优势去对抗实施者。 

对于实施者而言, 旁观者支持和保护受欺负
者的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阻抑的作用。

一方面使实施者感知到群体压力, 为避免“触犯众
怒”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另一方面旁观者的
介入也可能会引起组织高层管理当局的重视, 从而
对实施者施加压力, 迫使其减少欺负行为。 
2.2.2  协助和煽动实施者—— “同流合污” 

由于受欺负者通常是单个个体或群体中的少

数人员, 当旁观者目睹或听说组织中权力强势方
对弱势方实施欺负行为而且该行为未受到组织惩

罚时 , 他(或她)出于认同威胁 , 害怕自己如果不
“合群”地参与进去, 可能也会成为欺负对象, 为
此可能会选择与实施者“同流合污”, 进而导致职
场欺负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职场围攻行为

(Mobbing)。 
更有甚者, 一些旁观者实际上是欺负行为的

幕后主使, 他们通过挑唆制造当事人双方之间的
冲突, 并进一步操控将冲突升级为欺负的整个过
程, 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为此, 旁观者对欺负
行为的协助和煽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欺负行为

的持续发生乃至升级演变。 

2.2.3  沉默—— “熟视无睹” 
大部分职场欺负行为的发生与持续是由于旁

观者的无动于衷, 这是一种默许和间接的鼓励。
尤其是有些实施者在实施欺负行为时, 需要旁观
者在场以证明和展示他的权力, 并从中获得更多
的快感。Lewis和 Orford (2005)将旁观者的不作为
看作是对欺负行为的宽恕或支持。他们观察到同

事往往不愿公开支持受欺负者, 以免自身受到牵
连。而这一做法所传递的信号, 在实施者看来是
对其欺负行为给予的一种积极反馈, 从而进一步
增加了实施者的自信心, 对欺负行为更加有恃无
恐、变本加厉。Van Heugten (2010)也指出, 作为
同事的旁观者为避免卷入冲突而选择熟视无睹 , 
导致职场欺负的“升级效应”, 使受欺负者被隔离
于社会活动之外, 哪怕是茶歇时间的私人沟通。
旁观者的熟视无睹也进一步增强了受欺负者的无

助感, 使其自我效能和价值感进一步减弱, 从而
加剧了职场欺负对受害人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 

3  影响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行为选择

的心理机制与过程 

为了充分发挥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事件中的积

极干预作用, 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作用, 需
要对影响旁观者上述行为选择的心理机制加以剖

析。为此, 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将
影响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事件中行为选择的心理机

制和过程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的公正道德观
念和社会交换过程, 二是情绪体验和学习过程。 
3.1  个体的公正道德观念与社会交换过程 

一方面, 公正道德观念作为内隐信念, 解释
了为什么人们即使不是侵犯行为的直接受害人 , 
也会变得紧张和愤怒, 进而对欺负事件采取一定
的行为。例如, Houshmand 等(2012)运用“公正道
德观念会激发公正道德反应”这一观点 , 分析了
对于职场欺负这样的不公正事件, 旁观者为恢复
公正道德的秩序所采取的反应是广泛的。有时 , 
他们会对那些侵犯了公正道德标准的人(职场欺
负实施者)采取一些制止行为(例如, 建言或报复
行为 ), 以防止对方一错再错 (Miller & Vidmar, 
1981; Skarlicki & Folger, 1997); 而有时则会试图
通过反抗的方式来动摇当事人双方不均衡的权力

基础(Lawrence & Robinson, 2007; Lutgen-Sandvik, 
2005)。但是, 报复常是一种有代价的反应, 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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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更负面的惩罚或赔偿, 相比而言, 通过消极
退缩进行反抗(例如, 员工以离职的方式来抗议他
们感知到的不公平的管理行为)并不违背道德标
准, 不太可能引起权力强势方进一步的报复。所
以, 心理退缩、离职意愿和行为是最常见的旁观
者反抗组织的形式。然而, 个体对于公正的感知
和反应存在差异性 (谢雪贤 , 刘毅 , 吴伟炯 , 
2012)。O’Reilly和 Aquino (2011)也指出, 对于普
遍道德和他人福祉的关注程度存在个体差异, 并
且这种差异性影响人们感知到公正道德标准被违

反后所采取的反应方式。 
另一方面, Robinson (2008)指出, 社会交换的

观点为探讨交换关系情景下的职场欺负提供了有

益的分析框架。以往有关组织公正的研究表明 , 
直接指向群体某一成员的不公正对待会影响群体

中那些没有经历不公正对待的成员(Colquitt, Noe, 
& Jackson, 2002; Spencer & Rupp, 2009)。Parzefall
和 Salin (2010)运用社会交换理论中的“公正”、“心
理契约违背”和“感知到的组织支持”等概念, 从职
场欺负的主观感知成分出发, 探讨了基于组织支
持感的组织干预策略在职场欺负理论和实践方面

的应用性。他们认为, 职场欺负将影响旁观者对
组织公正的感知, 使旁观者感到心理契约的违背, 
进而影响旁观者对职场欺负的体验, 这一过程是
解释欺负旁观者消极态度和行为的关键机制。此

外, 对组织关怀和支持的感知则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职场欺负的消极体验, 并帮助受害者和旁观
者有效应对这一情景。Biron (2010)也运用社会交
换理论, 揭示了在负性互惠原则的影响下, 员工
感知到的组织伦理价值观如何通过“不当督导”和
“组织支持”这两个调节变量, 影响其所表现出的
组织偏差行为, 特别是当被信任者(例如, 上级管
理者或雇主)的行为与感知到的组织伦理价值观
不一致时, 对员工的偏差行为影响较大。这说明, 
通过“不公正感知—— 组织支持与信任瓦解——
契约违背与承诺下降”这一系列的社会交换过程,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职场欺负旁观者的角色和

行为选择。 
3.2  情绪体验与学习过程 

根据 Weiss和 Cropanzano提出的情绪事件理
论, 员工经历的工作事件会引发员工的情绪体验, 
而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为。情绪

既可直接影响员工的行为 , 产生情绪驱动行为 , 

也可间接影响行为, 即情绪的累积会先影响员工
的工作态度(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 再进一
步由这种态度驱动行为 , 称为“判断驱动行为” 
(傅强, 段锦云, 田晓明, 2012)。如前所述, 职场欺
负作为情绪事件(Branch, Ramsay & Barker, 2012), 
会使旁观者产生抑郁、沮丧等消极情绪。这些消

极情绪又会进一步引导旁观者对职场欺负作出反

应。而在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 个体特征将起到一
定的调节作用, 比如, 自我控制水平高的旁观者
可能采取沉默的方式, 而不会采取与双方当事人
结盟、激化冲突的行为(Fox & Stallworth, 2010); 
另一方面 , 组织可以通过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
炼”—— 自我超越、改变心智模式、系统思考、团
队学习和构建共同愿景, 使员工学会正确管理自
己的消极情绪 , 从而减少职场欺负的发生
(Sheehan & Jordan, 2003; Altman, 2010)。 

此外, 根据 Argyris 和 Schön 提出的“双环学
习”概念和 Baumeister 等人提出的情绪反馈理论, 
情绪经验对个体的学习、适应、行为评估和控制

有重要意义, 人们总是试图缓解消极的情绪状态, 
获得积极的预期情绪。为此, 长期处于职场欺负
这一情景中的旁观者, 在情绪及相应的行为选择
上可能会出现转化或强化现象：当旁观者因对职

场欺负行为保持沉默, 而使实施者更加变本加厉
时 , 他(她)可能会感到内疚 , 为避免这种消极的
情绪体验, 旁观者再次目睹重复发生的欺负行为
时 , 可能会重新评估先前行为 (沉默 )的恰当性 , 
转而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相应地, 当旁观者最
初选择了保护受欺负者, 而对这一行为后果的反
思令其感到恐惧 , 为避免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 , 
旁观者可能会重新评估先前行为的安全性, 转而
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与此同时, 当旁观者因选
择强化实施者而获得了个人利益的维护乃至提升

时 , 他(她)可能会感到自豪或幸灾乐祸 , 为了持
续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 旁观者可能会继续强化
实施者的行为。 

4  未来研究展望 

对职场欺负事件中旁观者心理和行为的关注,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职场欺负发生和持续的群体

动力机制, 进而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 创造
和谐、公正的工作环境和群体氛围、制定反欺负

的群体规范和组织政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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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反馈渠道及时了解和应对职场欺负事件、对旁

观者进行相关态度和行为培训等), 抑制职场欺负
行为在组织中的蔓延与升级。未来的研究可考虑

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4.1  整合模型的构建 

本文从个体自我驱动和社会互动两个层面分

析了影响职场欺负事件中旁观者行为选择的内在

心理机制, 今后的研究可尝试通过整合模型的构
建与相关实证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现有研
究成果。例如, Zhu, Martens和 Aquino (2012)通过
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意义维持模型, 整合了公正
研究领域的工具模型、关系模型和道德模型, 并
解释了作为第三方的旁观者在面对公正失效事件

时, 居于主导地位的身份认同如何使其受到威胁
的意义得以维持。这一模型对于整合和扩展本文

所提到的心理机制与过程, 进一步解释职场欺负
事件中旁观者的行为有一定启示意义。 

此外, 本文仅阐释了旁观者在公正道德观念
方面存在的个体差异性对其行为选择可能造成的

影响, 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职场欺负事件中
的旁观者在性别、年龄、工作经验、职位等方面

的差异性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同时, 本文只是
从理论上阐述了旁观者的行为选择对职场欺负事

件可能产生的影响, 今后的研究可考虑从实证研
究方面进一步检验旁观者的介入对于职场欺负事

件的具体干预效果以及对于当事人双方心理和行

为的具体影响。 
4.2  跨文化比较研究 

现有关于职场欺负旁观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国外相关文献, 因而研究假设和结论大多基于西
方文化对于自我同一性(个人主义)的强调, 并且
侧重个体特征对于旁观者行为的驱动作用; 而以
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人际和谐性(集
体主义)的强调, 可能会使旁观者更关注社会交换
和学习过程对其行为的影响。此外, 我国学者刘
玉新、张建卫和彭凯平(2012)对中国文化背景下职
场欺负与反生产行为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指出, 职
场欺负(尤其是上级发起的欺负)可能会使员工表
现出中国特色的心理与行为(“口服心不服”、口服
“行”不服), 即为了表面的和谐而阳奉阴违, 隐秘
地做出“反生产行为”。结合本文前述的富士康太
原工厂员工群殴事件, 可以推断, 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 , 职场欺负的旁观者可能更倾向从“大局出

发”来应对职场欺负行为 , 为了表面的和谐而采
取隐忍、逃避的态度, 而一旦欺负行为累积到影
响了自己所在  “圈子”的利益 , 则可能以集体行
动来维护“圈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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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standers in Workplace Bullying: Roles, Behavior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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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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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bullying is a negative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 and influences the well-being of the 
bystanders, who are in the same ecosystem with the perpetrator and target. As the third party, bystanders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Some positively intervene by protecting the bullied; some passively encourage 
bullying by ignoring it. Others may actively encourage bullying by supporting the bully. The roles and 
behaviors of bystanders will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workplace bullying in turn. Furthermore, bystanders’ 
behavior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deontic perspective of justice and emotion through social exchange and 
learning process. 
Key words: workplace bullying; bystander; roles; behaviors; influence mechanism 


